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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低生育率高增长量”论的提法值得商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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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　本文明确地否定了近年来在人口学界与计划生育工作中流传颇广 、影响较深的“低生

育率高增长量”与“低增长率高增长量”之类的“低率高量” 观点 , 从学术上阐述了该论点产生的背

景 ,进而做了详细的剖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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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 ,“低出生率高增长量” 、“低生育率高增

长量” 、“低增长率高增长量”之类的“低率高量”论述

与论点 ,频频出现在学术刊物 、报纸 、讲话 、报告及宣

传材料中 ,认同者居多。然而 , 此论一提出作者就持

否定观点 ,认为这是因人口统计学基本概念混淆所

酿成的一种似是而非论 , 并在相关场合多次阐明了

此论提法的不妥。

坦诚地讲 ,此论之误本应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

常识性问题。因此 , 一直无意打算花费时间与笔墨

做专门论述。鉴于不少同志时至今日还未搞清楚此

论的正确与否 ,建议我对此论能做一专题论述 , 于是

写成此文 ,以飨各层读者。

一 、“低率高量”提出的背景

以今天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来看 , 中国人口形势

严峻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,恐怕无人对此有疑义 。

自 70 年代中国城乡普遍实行计划生育 , 严格控

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来 ,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0 年

的 5.81 急剧降至 1980年的 2.28。表征妇女终身可

能生育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 , 根据多种调查资料计

算 ,都表明其整个 80 年代的平均值不会低于 1980

年的水平。90 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值 , 虽然较 80

年代有所下降 ,但是降幅也是有限的。

近 10 多年来 , 一讲中国人口形势 , 必谈“严峻”

二字。“严峻”二字习惯地成了表述中国人口形势的

专用语。尤其是在统计结果显示生育率大大低于更

替生育水平值之后 , “严峻”便成了人口控制任务仍

十分艰巨的强调词。

全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,因 80 年代初期之后

的早婚比例上升 、晚婚比例下降 , 以及生育水平的回

升 , 而提前于 1986 年到来。较之预期的第三次人口

出生高峰起始年早了一年多 。

70年代末与 80 年代初 ,中国妇女的峰值生育年

龄段为 25～ 29 岁 , 即形成了中期生育型控制模式。

这是 70 年代“晚 、稀 、少” 生育政策获得初步成效的

体现。 1980 年之后 , 受生育政策急转弯式的紧缩影

响 , 峰值生育年龄段急剧前移。 1983 年移至 20 ～ 24

岁 , 即生育模式反弹为早期生育型控制模式。

这种生育模式的反弹 , 无疑将酿成人口增长速

度的加快与生育水平下降难度的增大。根据陆续进

入婚育年龄的全国妇女年龄构成变动推算 , 中国第

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将要持续 10 多年 , 高峰期的峰

顶约在 1992 年左右。然而 ,令人吃惊与不可思议的

是 , 在这次出生高峰期间 , 从 1988 年起就未见高峰 ,

尤其是在出生峰顶年份更是如此。因为统计调查的

出生率非但未见客观上本应出现的回升现象 , 反而

呈急 剧下降。 全 国的 人口出 生率 1987 年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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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09‰, 1992年为 18.14‰, 5 年间下降了 5 个多千

分点。人们不禁要问:出生高峰期间无高峰 , 是人口

学者对客观人口增长趋势认识水平太低 , 竟连出生

高峰都测不准呢? 还是统计“水分”屡创新高 , 掩盖

了真实的出生率回升呢?

倘若没有“水分” , 果真统计数字所反映的就是

事实 , 这无疑将成为奇迹之奇迹。然而 , 客观上“国

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历年自然增长率(出生率)都普遍

过于偏低” , “根本不存在稳中有降的客观可能

性” [ 1] 。

若从计划生育日常统计来看 , 除少数不在出生

高峰期或不久退出出生高峰期的几个直辖市和个别

省外 ,绝大多数省份的人口出生率 , 较比国家统计局

公布的这种出生率下降就更甚。有的在其出生峰顶

年份出生率仅略高于死亡率 , 自然增长率低到甚至

连统计部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地步。

从统计数据普遍反映出的这种一发而不可收的

出生率下降趋势 , 令人不禁疑惑中国人口是否是恰

处在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?!

计划生育统计中的“水分”之大 , 不仅夸大了计

划生育的实际人工控制能力 , 同时也使今后的工作

务实增加了困难。

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相对

于计划生育统计中的“水分”虽然要少些 , 但也与客

观实际相差甚远。众所周知 , 一些被调查对象不如

实申报 ,其调查的“水分”逐年在加大 , 早已不再是新

闻。抽样调查的准确性 , 离不开被调查对象如实申

报这个基础。否则 ,就无所谓准确而言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 80 年代初期之后的历年人口

变动抽样结果 ,及其之后多次调整的数据分析 , 可以

说其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是一年不如一年。

这并不能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方法与技术不先进 ,

而是人为的干扰因素如瞒报 、漏报在增大。尤其是

受当地行政方面的干扰 , 使其调查质量每况愈下。

因此 ,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也务必要

有个清醒的认识 , 万万不可将错就错。这决不是否

定成绩 ,而是否定本应该否定的东西 , 否则 , 就不是

实事求是。

正确地评估生育率变动 , 并非是无规律可循 , 也

并非是“水分”就可以掩盖得住的。在生育模式变动

不大的条件下 ,受年龄结构变动影响 , 生育率变动方

向与大小是客观的。那种以无法改变的年龄结构变

动影响 , 来说明人口形势严峻是不可取的。真正的

严峻莫过于是对那些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加以改变

的 , 却不认识或缺乏认识 ,或有认识也没集中力量去

抓 , 而是对那些近期很难有所作为的硬去强办。

面对高峰期间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出生率大幅

下降 ,“严峻”二字的确显得苍白无力。于是有关“严

峻”的“低生育率高增长量”论就恰逢其时应运而生

了。

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手段 , 可以导致人口出生率

呈现暂时很低的人口现象 , 但回升却是不可避免的。

须知在生育水平已经较低的出生高峰期间 , 在生育

水平下降有限 、出生问题变动不大的条件下 , 由于生

育旺盛年龄段妇女比例上升与居高不下 , 根本不可

能出现连续 10 多年的出生率下降。因此 , 只能从统

计“水分”过大来找原因并加以认识。

如果误信统计“水分” 过大的数字 , 并以此来认

识人口形势 、评估与指导工作 , 必然导致盲目乐观 ,

失去对客观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应有的认识 , 也就侈

谈正确有效地指导工作。

所谓“低率高量”之诸论 , 其核心是肯定“低率”

是事实 ,否定统计中的“水分”大。“高增长量”虽说

是用来强调人口形势严峻 , 但须知这种所谓的“严

峻”是客观的 ,也是无法改变的。为此 , 剖析“低率高

量”论 ,对正确认识人口形势 、正确认识计划生育工

作与人口控制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二 、“低率高量”论剖析

1994年 , 《人口与计划生育》第 1 期刊发了《论

70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生育变迁》一文。论文指出:

“一个严峻的事实是 ,当我国妇女的生育水平降到接

近更替水平时 , 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 ,每年的出生婴

儿数和人口增长量 , 却高居于生育率急剧下降前期

即 70 年代初期的水平 ,而当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高

达 4.5 以上。所以可以说 , 中国今天面临的不是一

个生育率太高的问题 , 而恰恰是`低生育率和高增长

量' 并存的问题 , 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生育态势与 70

年代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” [ 2] 。

1999年 , 《人口研究》第 3 期刊发了《对新时期人

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》一文。

该文指出:“我国人口发展将长期处于低增长率和高

增长量的态势” [ 3] 。

如果我们把观察生育率与出生量 、增长量的时

间移到五六十年代 , 就会清晰地发现 ,那时的总和生

育率都在 6 以上 , 其历年的出生量与增长量较趋近

于更替生育水平值的 80 年代要低得多。相对来说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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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否可以称为 , “高出生率与低增长量”并存呢?

显然 ,如果这一论点成立 , 对于同一问题 , 从不同的

时期看 , 然后加以比较 , 就会得出迥异的结论。可

见 ,此论是站不住脚的。

人口统计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 , 在死亡率相

对稳定或变化很小的情况下 , 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 ,

是与人口基数及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年龄构成变动

紧密相关的指标。脱离相应的人口基数前提 , 仅仅

以出生率及生育率变动来进行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

的比较 , 是毫无意义的。为了使同期内相同或不同

的人口 ,以及同一人口在不同时期的出生量与自然

增长量具有粗略的可比性 , 在人口统计学中才设置

了相对指标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。

在通常情况下 , 由于总和生育率具有出生速度

“信号”的指标特点 ,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 , 高总和

生育率总是与高自然增长率相伴 , 低总和生育率总

是与低自然增长率相伴。

无论是高生育率还是低生育率 , 其指标的获取

都是来自相应的人口。其出生量的大小或高低 , 都

是相应于生育率的大小或高低而言的。高生育率必

与高增长量对应 , 低生育率必与低增长量对应。诸

如:

出生人数=年均人口数×出生率

自然增长数=年均人口数×自然增长率

公式清楚地表明: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的高低完全

取决于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的高低。“量与率”是相

应于其人口规模 , 分别以绝对数和相对数来表达的

同一人口现象 ,其间是等号关系 ,不是哪一个高哪一

个低的关系。

可见 ,那种“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存” 、“低增

长率和高增长量并存”之类的论点是不妥的。 将中

国目前的生育态势 , 定论为低生育率与高增长量并

存 ,并揭示为与 70 年代相区别的最根本的特征 , 无

疑是一种似是而非论。 正因为该论具有似是而非 ,

也才更易于酿成大面积认识上的误导。

1994 年 ,《中国人口科学》第 5 期刊发了题为《跨

世纪时期中国人口的新特点》一文。 该作者虽然未

加出处 ,但显然是全盘地接受了《论 70 年代至 90 年

代中国生育变迁》一文的相关论点。非但如此 , 还将

此论抬高到跨世纪时期中国人口新特点的高度。须

指出的是:该文从四个方面以专题来论述这一似是

而非论 ,的确是首次。

该文专题论述的四个方面分别是:

一称:“低增长率高增长量 , 本身就是对立统

一” ;

二称:“增长率和增长量之间 , 生育率和生育量

之间显得很不协调 , 形成了低增长率 、高增长量的尴

尬局面” ;

三称:“高增长量的局面很难有很大改变。整个

跨世纪时期 , 国家和社会仍需付出巨大的财力 、物

力 、人力来应付新出生的人口 , 仅此一点 , 也不容将

人口形势估计过于乐观。不能只看重低增长率或低

生育率而忽视了绝对量 , 否则很容易为表面的成绩

所陶醉 , 忽视了新人口特点所揭示的特殊矛盾 ,而重

蹈历史覆辙” ;

四称:“低增长率的直接原因是低生育率 , 而生

育率越低人们对生育质量的选择越强烈。在这种生

育心理的驱动下 , 人们很自然地将质量选择的砝码

偏向于男孩一头。应该承认 , 在优生优育尚未成为

社会普遍行为的情况下 , 多数人的生育质量观倾向

于男孩偏好 , 是可以理解的” 。[ 4]

人口统计的常识告诉我们 , 此处的“率”与“量” ,

一个是相对同期人口规模而言的相对量 , 一个是相

对同期人口规模而言的绝对量。“率”是以相对的绝

对量计算获取的。如自然增长率是以同期自然增长

量与其相应人口规模均数之比获得。在认定该“率”

为低增长率的同时 , 实际上也就认定了该“量”为低

增长量。因为该增长率与增长量只不过是对同期人

口规模增长变动的不同表述而已。两者之间是等同

的 、统一的 ,也是一致的 、无差异的。根本不存在对

立统一的问题。这个道理与人们在银行储蓄所存款

获取利息颇为一样。 低利率获低利息 , 高利率获高

利息。

假定甲乙二人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分别在某银

行储蓄所定期存款一年 , 若定期一年的人民币存款

利率低至 2.50%, 甲存入人民币 10000 元 ,乙存入人

民币 100 元。 2000 年 1 月 1 日 , 甲将获利息 250 元 ,

乙将获利息 2.5 元。若不顾及甲乙二人存款的基

数 , 即不顾及甲乙二人存款的绝对数额差异 , 能否将

甲获利息是乙的 100 倍说成是低率高息呢?

如果把出生率 、自然增长率换成生育率 , 同样的

问题仍会发生 , 只不过生育率的提法不那么直观 , 往

往不易为人们所分辨而已。

假定 1994 年时中国的人口规模年均数为 12.2

亿 , 年出生婴儿数为 1220 万 ,年死亡人数为 732 万 ,

那么 , 年自然增长人口为 488 万。其相应的出生率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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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 10.0‰、6.0‰和

4.0‰。我国人口规模为世界各国之最是由来已久

的客观事实。近 30 年来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有所

下降 ,但也未低过 20%。每一个千分点的出生率 、死

亡率与自然增长率 , 所对应的出生量 、死亡量 、自然

增长量相对来说 ,都是相当可观的。人口基数越大 ,

该率的每个千分点所表征的绝对值也越大。 人口统

计中的每一个具体出生率 、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 , 都

是相对应于自身人口规模而言的 , 而非是相对应的

自身人口规模之外的率。正是因为人口规模的巨大

差异 ,使得以绝对数来进行出生 、死亡 、自然增长的

比较才不具可比性 , 才采用了相对数———率。 这就

是说 ,因人口规模的差异 , 其出生 、死亡与自然增长

的升降变动与比较 , 只能用其率而不能用其量来进

行。然而 , 恰恰在这一点上 , 不少学者将有可比性的

与无可比性的“率”与“量”混为一谈 ,提出了“低率高

量”论。从学术上讲 , 这是概念混淆。

如果从低出生率 10.0‰与低自然增长率 4.0‰

误引出其相对应的出生量与自然增长量是高量 , 来

企图说明人口形势严峻的内涵 , 那么 , 同样也可以从

低死亡率误引出其相应的死亡量是高量 , 但这又能

说明什么问题呢?

假定此间一个人口小省的人口规模年均为 446

万人 ,其年出生人口为 17.84 万人 , 则出生率高达

40.0‰;同期的一个人口大省年均人口规模为 10722

万人 、年出生人口为 107.22 万人 , 其出生率则低为

10.0‰。就出生率而言 , 人口小省是人口大省的 4.0

倍 ,但就出生绝对量而言 , 人口小省仅及人口大省的

16.6%。相对人口大省 , 能否说人口小省的人口特

点是 ,高出生率与低出生量并存? 相对人口小省 , 能

否说人口大省的人口特点是 , 低出生率与高出生量

并存?
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,那么 , 人口统计学中有关相

对量与绝对量的应用原则就被歪曲。这样与之雷同

的人口分析或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比较与评估 , 就都

可以人为地取其所好 ,无规则地加以判定。

近些年来 ,在人口学研究领域 ,由于缺乏学术评

论 ,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论因得不到及时的澄清而

蔓延。这不仅戕害人口科学的健康发展 , 也使学术

上的混浊不清而误导实践。

本文之所以要解剖“低率高量”论 , 还在于此论

对实际工作已产生了误导。在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大

县甲 , 年末统计的出生人数为 8800 人 , 出生率低至

不足 8.0‰,而调查发现其“水分”很大。与此同时 ,

有一个人口规模为 20 万人的小县乙 ,年出生人口为

4200人 , 出生率为 21.0‰。甲县领导说:“我们是低

出生率 、高出生量 , 符合当前人口发展的特征 , 因而

不存在统计水分问题。既然是高出生量 , 出生人口

该统计的都统计了 , 怎么会有水分(瞒漏报)问题呢?

乙县统计的出生人口还不及我们的一半 , 他们才会

出现统计水分问题。”乙县领导则说:“别老盯住我们

的高出生率 , 如果从人口出生量看 , 与甲县相比 , 我

们是低出生量 , 不足甲县出生量的 1/ 2 , 因此我们的

人口控制工作还是不错的。”这是一个真实例子的抽

象 , 说明这种高率低量或低率高量的似是而非论确

实在戕害人们的科学思维 , 造成了对计划生育工作

和判别标准的误导。

有人说外国人也讲“低率高量” 。须指出的是 ,

对与错不是以外国人说的还是中国人说的来判别。

错的就是错的 , 对的就是对的。其判别标准只有一

个 , 那就是反映客观本质属性的科学。

所谓“低率” 与“高量” 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立

论 , 之所以错 ,就在于它混淆了人口统计学中相对量

与绝对量的概念。这种概念上的混淆 , 导致了将相

对量指标与绝对量指标对立起来。应该明确的是

“率”与“量”都是相对同一人口规模而言的“率” 与

“量” 。抛开同期同一人口规模 , 来进行“率”与“量”

的比较 , 实际上是将根本无可比性的指标错误地做

了比较。其结论怎么可能不错呢?

所谓“对立” , 实际上是把原本为一码事的误为

是两码事。

所谓“统一” , 应该是“ 低率”与“低量” 的统一。

然而 , 立论的自相矛盾 , 将一码事曲解成两码事 , 最

后只能强冠以“统一” 。应该说 , 在此问题上根本就

不存在“对立”的问题。

若生育率指的是总和生育率 , 应该指出的是:总

和生育率是一表征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

指标 , 虽称作“率”但具有“综合性”指标特征 , 有明显

的“速度”信号特点。通常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呈正

相关。由此可知 , 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, “增

率”与“增量”之间 , “生育率” 与“生育量” 之间 , 都根

本不存在不协调的关系。

所谓“尴尬局面” , 是因立论的错误 ,混淆了人口

统计学相关指标概念所酿成的自相矛盾局面。指标

与指标间以及指标所反映的人口现象 , 怎么会有尴

尬局面产生呢? 指标间怎么变动才算不尴尬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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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高增量”是相对自身人口规模而言的概念。否

则 ,就很难判定该增量是高还是低。 如果中国人口

的增量不是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而论 ,那么 ,相当一段

时期内 ,中国人口的增量相对其他各国而言 , 就无所

谓低增量之说。因为受人口惯性的作用 , 即使目前 ,

中国的生育水平已降至更替水平 , 其人口的增长也

还要持续数十年。

可见 ,判定一个人口的增量是“高增量”还是“低

增量” ,应该根据该人口的“增率”是“高增长率”还是

“低增长率” 。因为一个人口的高增长率必有其相应

的高增长量 ,而一个人口的低增长率必有其相应的

低增长量。把中国人口低增长率对应的低增长量误

认为高增长量 , 进而“创造”出“低增长率高增长量”

之“说” , 又怎么能正确地分析新时期人口特点与揭

示出什么特殊矛盾呢?

承认中国近期与未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低

率 , 也就无所谓高增长量 ,中国在跨世纪时期也就不

存在“高增长的局面很难有很大改变”的问题。高增

长率已成历史 , 当然 , 高增长量的问题也就不复存

在。中国因实行计划生育使得其生育水平急剧下

降 , 人口增长速度大大放慢。 如果主要不是实行计

划生育的原因 , 现时的中国人口规模就有可能超过

16亿。中国人口少增近 3 亿左右 , 对经济社会发展

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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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外动态

中国海峡两岸四地人口学者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

　　由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资助并主办

的中国两岸四地《跨世纪的人口变迁:回顾与

展望》学术研讨会于 1999年 10 月 3 日至 7

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。参加学术会议的有

大陆 、台湾 、香港 、澳门人口学专家 、学者共

50余人 ,其中 27名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了研

讨会并发言 。会议共分 6个专题 ,即人口转

型与生育转变 、婚姻与家庭 、人口老化 、迁移

与人口分布 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、2000/2001

年人口普查。台湾著名人口学者孙得维教授

和研讨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、南开大学李竞能

教授分别为大会做了主题演讲 。此外学者们

还用各种方式对各自感兴趣的其他人口问题

进行了深入探讨。负责人口工作的人大副委

员长彭 云到会看望了大家并讲了话。香港

科技大学的领导分别出席了开幕式与闭幕

式 ,他们发言热情洋溢 。参会者对该研讨会

质量和香港科技大学对会议的服务质量给予

了高度的评价 。

(通讯员)

·60·


